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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法：理念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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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西方国际法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与欧洲法律传统一脉相承，随着欧洲对外扩张逐渐成为了今

天全球性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我们对中国古代国际法的研究不能受制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际法的理论预

设，而应当采纳一种与国际体系相适应的“国际法观”。在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天下观”是基本的世界观，

“礼”是国家间的主要规范，包含了精神层面的“礼义”和制度层面的“礼制”，反映了儒家“礼治”思想在国

际治理上的扩展。古代中国在周边区域主导的这套“国际法”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具有规范性，为维护区域和平与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国际治理历史上的重要财富，也能为现代国际法研究和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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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英国马噶尔尼使团奉

英王乔治三世之命访华，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

国派出正式使节。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了马噶尔尼，

期间马噶尔尼代表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请求，希望

能够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派驻英国人以协调贸易。

然而乾隆皇帝对这一请求委婉回绝，并在给英王乔治

三世的敕谕中详细陈述了理由：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人，住居天朝，照管

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

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

既来之后，即尊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

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况

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

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

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1] 

在这篇敕谕中，乾隆皇帝一再强调“天朝体制”

“天朝定制”和“天朝百余年法度”，这显然是一套区

别于西方近代外交领事制度的国际交往制度。这套制

度有什么内容？反映了怎样的国际治理理念？是不是

中国国际法史的一部分？ 

 

一、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 
国际法史研究的新路径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和国家总是按照 

自己的文化进行国际交往，发展国际关系，形成了不

同的国际社会。这其中有的以实力相当、地位平等的

城邦为基础，有的则出现了实力超群、范围广阔的大

帝国。然而，17 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和

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现代世界有着

不同寻常的意义，其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着欧

洲扩张最终成为了今天全球普遍性的国际体系，也为

世界政治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外交机制和话语体系，同

时带来了一个新概念——国际法。 

历史上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代中国和

伊斯兰世界也产生了一些类似国际法的规范，它们规

范国家(或其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体)之间的关

系，但这些规范对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和演变基本上没

有产生任何影响。除了从罗马法中借用一些术语和法

律技术外，目前国际法的连续性只能追溯到欧洲中世

纪的一些零星实践。然而，中世纪的欧洲是以基督教

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世俗国家受制于罗马教皇，君主

之间的关系，例如战争与和平，往往能从基督教教义

出发获得解释，因此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国际

社会结构才在欧洲出现，规范主权国家间交往的国际

法也逐渐开始形成。 

国际法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个特点，也是保

障这一体系的法律基础，这区别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

国际体系。人们对国际法的研究往往也是以这一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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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为基础，有两个不自觉的前提预设：第一，国际

法诞生的基础是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

会；第二，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是条约和习惯国际法。

然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的国际社会几乎都缺乏这

两个特点，毕竟民族国家和主权都是近代欧洲社会的

产物，条约和习惯也是欧洲法律传统对“法”的认识，

结果是我们发现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几乎成

了国际法史研究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分水岭：一侧是以

西方世界为中心 300 多年来孕育、发展的现代国际社

会和国际法，它们通过几个世纪、世界各地学者的不

断发展，形成了一套缜密而严谨的知识体系；而另一

侧则是人类漫长历史中一幅幅模糊的影像，它们或许

混乱不堪，或许是一盘散沙，包含了一些不经常、不

完善的国际法现象。人们或许对古希腊的城邦体系、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感兴趣，因为它们偶合了威斯特

伐利亚模式，国际法史研究有时也成为了从这一幅幅

模糊图像中寻找条约和习惯法——如果考古学家从荒

烟蔓草中发现了一块远古时期刻着城邦间盟约的石

头，国际法学者就会激动地称其为萌芽的或雏形的国

际法。 

这是一种学术视野上的“近视”。国际体系是在不

断发展变化的，国际法只是国际体系宏观背景中的一

部分，不同的国际体系中会产生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国

际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法”是欧洲中世

纪体制崩溃后出现的，有着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是西方法哲学传统在无政府国际社会的映像。契约和

习惯不是任何社会中法当然的来源，它们在欧洲法律

史和西方法学传统中有着特殊地位，这自然影响了西

方人对国际法的认识，也反映在了西方建构的国际法

“渊源”或“存在证据”上。这些知识在建构威斯特

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法中有着重要意义，但用于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之外国际体系中的国际法研究，基本没

有任何意义，甚至会限制我们的视野和思维。毕竟历

史上其他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都是独立于欧洲文化发

展的，它们背后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例如古

代中国人就从来不从这个角度理解国际社会和国际规

范。 

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今天的中国国际法史研究

没能建构起一套连贯的框架，正是被这种长久以来“欧

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影响了，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曾

指责一些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穿上了一件“威斯特伐

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tjacket)而毫不自知[2]，

国际法研究本身也没有突破这一束身衣。虽然今天的

“国际法”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随着欧

洲扩张成为了今天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但“国际法”

这一概念本身是开放的，我们对“国际法”的定义和

国际法史研究也应当回归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采纳一种与国际体系相适应的“国际法观”，否则只会

陷入一种“以今证古”的形式主义中，反而忽视了一

个国家或民族最重要的历史财富。 

 

二、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天下观 

 

法律、规范和制度的建构往往与其背后的理念有

密切关系；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建构起来的

“国际法”也与他们对自身、对社会和对外部世界持

有的基本观点密不可分。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与西方有

什么不同？对国际法的建构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研究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法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古

代中华文明的世界观做简单梳理。 

先秦时期的《诗·小雅·北山》曾提到“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下，莫非王臣”，这强调了“天

下”的归属，即王权在所有统治疆域的权威性；与“天

下”对应的地理概念是“四海”，这也是古人在疆域上

的想象。中华文化中的“天下观”不仅仅是一个地理

或文化上的概念，也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根据周代

的“畿服”制度，王朝直辖地为邦畿，职官为内服，

外服之地有邦国和部落之别，所担职贡不同；《国语》

中表述了“五服”的内容，“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

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即使是蛮

夷戎狄也在五服之内，可以说将复杂的自然社会包含

在了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预设之中。我国学者赵汀阳

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具有重要的规范性(normative)

和非描述性(non- descriptive)，即“全体人民”和一种

“世界制度”，这当然暗示着一种理论规划。[3] 

首先，“天下观”意味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

单位观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为基本单位，国际法就是国家之间(international)的法，

条约和习惯都是国家基于双边或多边交往而产生的规

则。相比之下，在西方国际法舶来中国之前，中国人

并没有西方近代以后这样斩钉截铁的民族国家概念，

而是将“天下”所有可以接触到的政权视为一个亲疏

有别的大家庭，甚至缺乏严格的边疆界限。在实践上，

往往以此为基础建立朝贡体系，这是一个以中国中央

政权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其核心层是中央与地方的

朝贡关系，主要通过地方向中央缴纳土贡来体现；中

间层是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最外层即中

国和外邦之间的朝贡关系。这一同心圆结构的国际体

系被国外学者称为“朝贡体系”，与今天以形式平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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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着本质不同。古代中

国主导的国际法正诞生于这样的社会结构基础上，主

要存在于最外层，即中央政权和藩属国之间的交往关

系，也影响了藩属国之间的交往文化。另一方面，朝

贡体系作为一种理念上的预设，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

受制于主导这一制度的中国中央政权，这意味着并不

是所有的中央政权在一开始都会主导朝贡体系，例如

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但最终仍会沿袭朝贡制

度，因此朝贡制度在中国周边有着断断续续千余年的

实践。也不是所有情况下朝贡体系都能得到很好的维

持，特别是在中国中央政权实力衰弱时，一些藩属国

会消极应付甚至退出朝贡体系，这时藩属国和中国政

权间又很像主权国家间的博弈过程。 

其次，“天下观”反映到了中国主导的国际法形式

上，中国人不会从双边或多边的契约或习惯中提升出

作为“法”的行为规则，毕竟这些反映个体利益博弈

的造法形式路径在中华文化中的意义是微乎其微的。

在中国国内社会，民间的契约有拘束力，根本上仍然

是源于“礼”的要求，而不是一种法律的正当形式渊

源；在国际社会，以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条约并不被中

国政权采纳，原因在于朝贡制度下中央政权理论上高

于周边国家，这本身是儒家“礼”的要求。例如鸦片

战争后中国人刚刚接触到西方国际法时，就认为条约

不过是与海上蛮夷打交道的一个重要工具，被看作是

“筹办”夷务的一种新方法。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

曾提到，“当西方外交官盛赞条约的神圣特性时，中国

人只是把条约看做书面契约，而未看到条约背后的法

律制度”[4]。习惯造法这一社会规范形成模式在中华

文化中同样难以具有普遍性，在中华法系的传统观念

中，习惯在法律或司法过程中并没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官府自上而下看待习惯，并不把其视为法律，更不会

受其拘束。[5]当习惯性做法符合了“礼”或官方规定

的要求，才可能具有合法性，这排斥了来源于其他因

素的“法律确信”的可能性；同样，“礼”的要求在国

际社会中也是任何制度、规范合法性的最终标准，被

中华文明所崇尚和推动。 

再次，“天下观”之下中国人对社会秩序和法律哲

学也有不同于西方的理解。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缺乏

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单位的哲学视野，国际理论很大程

度上只是国家理论的衍生品。西方的国际法也是以双

边或多边关系为基础，从个体利益的博弈中升华规则，

以国家利益的得失为基本出发点，因此国际法仅仅是

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很难称为一种世界法(world 

law/global law)。当然，西方国际法也有一些来自自然

法的先验性因素，康德等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思考了世

界问题，但这并没有完全落实到国际社会实践中，也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无政府的理论预设与国际法之间的

矛盾，正如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曾无奈地指出，“国际

法的重点在于强调主权，而主权本身是与国际法治相

矛盾的”[6]。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人有着更高的哲学

视野。中国人往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理想，对这些概念的政治排序是“自身—家庭—国

家—天下”，也就是说在国家之上还有“天下”这一更

高层次的单位，而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往往也是在“天

下”这一层面。这样的哲学性格使中国人从一开始就

认识到在个体利益之上应当有真正普世的价值追求，

考虑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理性，而不是仅仅从

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的利益出发。在法律价

值上，中国人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将任何法律价值的最

终合理性还原到“个人价值”上，而是落脚到“世界

秩序”或“天下之治”层面。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从一开始就包含

了一种有组织的规范建构理念，与西方人为国际社会

预设的“无政府状态”不同，“天下”本身就是一种有

组织的社会观，暗示着一种社会制度，将可以接触到

的世界纳入到一个组织体系之内。如果说西方国际法

是在克服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中发展起来的，无

论是霍布斯文化还是洛克文化，都充满了竞争和博弈

的气氛，后来将“契约必须信守”这一反映商业文明

的规则作为国家政治交往根本原则；那么中国古代的

国际法则是以行为体的内在联系为基本预设，将所能

接触到的所有民族视为一个有亲缘关系的大家庭，在

此基础上建构规范，讲求重义轻利、往来礼仪、互助

互谅等。这一礼义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

组织文明，进入这一文化的国家和民族会受到这一文

化的影响，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行为模式。国家间

关系就不仅仅表现为利益平衡的结果，国际法也不仅

仅靠制裁违法者保障其有效性，而是调和关系、促进

合作、追求共同体的和谐，并通过“礼”的教化作用

使国家内在地遵守法律。这使国际法真正成为了国际

社会“公平和善良的艺术”，也为国际政治提供了一种

更为深刻的检验标准，而不是表现为机械的利益平衡

规则或“强行法”等社会价值底线。 

 

三、古代中国国际法的内容： 
礼义与礼制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礼治”被认为是理想的社会

治理模式，从政府行政、贵族和官吏的权力，到民间

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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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方面。历代中国中央政权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

将其视为国内秩序的延伸，同样采用了“礼治”的基

本理念。“礼”在国际社会中体现为“礼义”和“礼制”

两方面，前者侧重于精神层面，后者落实到具体的制

度，两者互相协调、互相补充，构成了中国主导的国

际法的主要内容。 

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义之邦”，而古代中国主

张社会治理的学派都重视“礼义”精神的教化和培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义”一词表达的内涵丰富博大，

几乎涵盖了人伦、天道、政治、社会和风俗等诸多方

面的基本精神。儒家经典《礼记·冠义》云，“凡人之

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

色，顺辞令。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 可见，

礼义包含了自身修养、与人交往的和谐和尊重长者。

孟子重视以“仁”为基础的礼义，将仁义的起源看作

是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又将其视为一种“尊

敬”的美德，例如“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

子所言的仁、义、诚、孝等都反映了“义”的内涵；

荀子则从社会教化角度强调“礼义”，他认为人性是恶

的，有欲望必引争执，必须用礼义来节制和引导，起

礼义，制法度，形成人人知名分，守规矩的社会秩序；

这一方面强调了礼义在社会治理中的教化作用，同时

也说明了礼义与法制互为补充的社会治理观念。 

在国家间关系上，“礼义”同样是最重要的规范因

素，即将儒家尊崇的一些礼义原则和准则适用于对外

交往。古代中国一方面将所有国家置于一个“礼义”

文化下的共同体中，避免了“自然状态”下的混乱与

争斗，同时为国家间的互助提供了有益的支持，进而

形成了一个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共同体。在国际交

往实践中，藩属国遭受外来侵略时中国中央政权往往

会应其请求派兵援助，帮助其稳定国内秩序，例如清

朝时朝鲜遭受日本侵略、安南遭受法国侵略，清政府

均应其请求派兵援助；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或自然灾害

时，一些藩属国也主动请求派兵前来平叛、支援，例

如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尼泊尔曾上书清政府要求出兵携

带大炮到内地助剿。“国家行为有了“礼义”这一更高

层次的规范，国家间关系被赋予了友好、互利、敬重

和礼节等“文明标准”。“礼义”背后具有一定的等级

性，这也是儒家的社会观。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作为

体系内权威最高的国家，但追求的更多是一种名义上

的权威，很少籍此获取经济上的利益，是一种“统而

不治”的状态。正如王铁崖先生所讲，“这个制度的功

能主要是维护中国作为‘中央国家’的安全和不可侵

犯性，藩属国在朝贡中获得的利益更多，它们也能受

到帝国的保护而防止外来侵略，而且可以在受到自然

灾害时请求援助。” 

“礼义”落实到国际政治实践中就是朝贡制度，

其中的具体规范是适用于国家交往的“礼制”。“礼制”

是朝贡活动的具体形式安排，由不同朝代编纂或制定，

体现为不同国家间交往的朝贡仪式(礼仪)和具体制

度。从来源上看，“礼制”主要来源于《周礼》，周朝

的“礼”分为巡狩、朝觐、聘问、会盟、庆吊等仪式，

作为天子与诸侯、外邦之间使臣交往的一般规范。[7]

但《周礼》中没有说明具体的礼仪细节，后来的《仪

礼》和《春秋左氏传》将礼仪规范进一步细化。例如

《仪礼•觐礼》规范诸侯百官觐见天子的礼仪，《春秋

左氏传》则进一步规范了百官士庶相见礼，这些礼仪

同样是天子与外邦使臣之间的交往活动的规范基础。

到清朝初年，礼学集大成的《五礼通考》将宾礼具体

分为了 11 种，包括诸侯蕃国朝觐之礼、会同之礼、天

子遣使之礼等。到同治年间，清政府接受西方的公使，

还专门依此拟定“外国公使觐见礼”。在历代的朝贡体

系中，《周礼》是“礼”的基本依据，《仪礼》和《春

秋左氏传》是礼的仪式来源，以此为基础历朝采纳或

制定的礼制规则是中国历代王朝接待“四夷之君长与

使者”的基本规范，这也是朝贡体系下国家间交往最

主要的规则。 

“礼制”的内容涵盖了国际交往的方方面面，也

涉及了藩属国国内制度和标准，以清朝为例，包括朝

贡文书制度、贡使往来制度、贡使馆舍制度、属国王

印制度、属国乐舞制度、朝贡通商制度(例如清朝时广

州体制、恰克图体制)等等。朝贡文书制度对藩属国的

下行文书格式和藩属国上行文书格式都有严格要求。

朝贡下行文书有诏书、诰命、谕祭文、敕谕和檄谕等

格式，这些文书的书写格式和用词上都反映了中国的

宗主国地位和对属国的等级关系。朝贡上行文书包括

表文、奏本、奏折、禀文等，其中最重要的表文，是

藩属国上书中国皇帝的“国书”，在行文用词方面，一

般须带有“稽首顿首”“诚惶诚恐”等词汇。历代政府

对贡使馆舍制度也有严格规定，主要用于藩属国贡使

停留京城期间的居住和活动，一般有严格的防禁制度。

例如明代规定外国贡使五天方可出使馆一次，其他时

间只能停留在馆舍之内，贡使严禁与官民私自交往等。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有向周边国家赐印的习惯和政策，

颁发王印是双方建立朝贡关系的重要标志，属国王印

制度一般要求属国的王印在制作规格、颁发、收缴上

都遵循特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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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法性质 

 

古代中国建构的国际规范是以“礼”为基础的，

这与西方社会强调的以“法”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方式

有着根本上的不同。那么这一套“礼”的规范是否可

以称为“国际法”？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将其作为“国

际法”进行研究？这可能是大部分国际法学者从本文

开始就关注的问题。 

“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这一词在 19 世纪才

由边沁第一次提出，在这之前，主导国际关系的这套

规则有时被称为“欧洲的公共法则”，但大部分国际法

学者使用意义模糊的“万国公法”(law of nations)，还

有一个更古色古香的词汇“万民法”(ius gentium)，这

借用了古罗马法中用来表示罗马公民和异邦人之间民

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名称。显然，对于 17 世纪后新出现

的国家间关系来说，法学学者们似乎更愿意用一个来

源于中世纪基督教或者古罗马的概念化词汇来表述新

的国际规范。无论是“万民法”“万国公法”还是“国

际法”，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下都曾用来表示“主权者

之间的法”，称谓的变化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反映了

不同时代的不同法哲学家对国际社会中法现象的特殊

认识，约定俗成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将特定词语与特定

规范体系联结起来的作用。 

与约定俗成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国际法是不是

法”，这至今仍有争论。实证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

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发布的命令，以制裁或处

罚为后盾，从这个意义上看，国际法不过是一种“实

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8]。这遭到了后来大多数国

际法学者的反对，但事实确是如此，如果完全套用国

内政治体制中狭义“法”的概念，可能会造成对国际

法法律性质的否定。因而，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取了

一种广义的解释方式，例如路易斯•亨金指出“不可否

认，国际制度没有政府，当然不会有各种政府的体制。

但是，除非狭义地界定法律封闭式的定义，否则认为

没有政府体制就没有法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9]；劳

特派特也强调，“国际法是否为法的问题，取决于法的

定义”[10]。这些看似诡辩的观点实际上包含了对国际

法一项深刻的认识：与国内社会不同，国际社会的特

殊性决定了其中的“法”只能在国际社会的具体背景

中定义。 

我们再回到古代东方国际社会的“礼”。“礼”在

当时的国际秩序中绝不是没有拘束力的道德性准则，

对体系内的国家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也得到了体

系内国家的承认，其规范性甚至高于今天威斯特伐利

亚模式下的“国际法”。首先，中国作为这一国际区域

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其权威性和经济实力对周边国

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周边国家遵守中国制定的国际规

则。藩属国遵守“礼”动机可能是迫于中国政权的军

事实力，也可能是对中国经济上有所需求，然而如果

我们仅仅将“礼”视为一种博弈下被迫遵守的规则，

可能忽视了“礼”在文化上的影响力。“礼”在很大程

度上也被周边国家视为一种文明的标准和先进的交往

文化，国家主动去学习和遵守，将其内化为行为的准

则。以日本为例，日本国内法和国内文化深受“礼”

的影响，也及于国际观念和国际交往上，甚至在清末

中国中央政权衰落时，日本也曾试图借鉴中国的朝贡

制度建立以其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说明了“礼”的

观念内化后对国家对外交往机制上的影响。“礼”已经

成为了一种可普遍采纳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模式，

而礼的规范作用同样是微观的，这得益于礼内在的教

化作用。在历史上的政治动荡中，甚至是战争中，“礼”

的一些原则有时仍然得到交战双方遵守；在礼的规范

下，战乱时政府缺位，民间社会秩序并没有必然崩溃，

往往依靠“礼”的观念而得到很好维持；在国内政治

恢复稳定后，“礼”往往又会自我修复；即使是外来的

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也会逐步融入中华文化体

系之内，重新建立朝贡体系和恢复“礼”的秩序。可

以说“礼”作为一种规范，其稳定性甚至高于政治上

的稳定性。 

英国法哲学家韦恩•莫里森曾指出，“法律不是某

种不变的或者超历史的现象，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

环境下建构起来的不同的经验现象。”[11]“国际法”

这一概念也是开放的，在不同的历史和国际社会背景

下有不同的含义。在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礼”

事实上发挥着规范性，“礼义”也内化为了一些国家对

外交往的基本观念，以“礼制”为规范的朝贡制度是

中国中央政权开展对外交往的基础，曾被中国统治者

视为“天朝百余年法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以“礼”

为基础的国际规范定义为与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相适

应的一套“国际法”，这是国际法的一种历史类型，区

别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法。 

 

五、结语 

 

并不是每一个现代国家在历史上都有丰富的国际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1 卷第 5 期 

 

104 

 

治理经验，作为中国的国际法学者，应当认识到“国

际法”这一概念本身是开放的，只能放在特定的国际

社会背景和历史情境下理解，而不能受制于“西方中

心主义”的历史观和“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将中国

历史上曾经建构的国际法排斥在研究之外，甚至盲目

否定自身历史和文明的价值。 

近代“国际法”诞生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随着

欧洲扩张逐渐成为了今天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从西

方国际法学史来看，国际法的规范和价值并不是来源

于所谓的“神意”或各民族“共同理性”，而是来源于

西方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是西方法哲学传统在国际

社会中的映像。西方法哲学传统主导了几个世纪的国

际规范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来的国际法建构中

西方文化也理所应当地具有垄断性，其他文化中积极

的社会治理理念和价值观念就应当被排除出国际法建

构的知识体系之外。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法以“礼”

为基础，强调了国家间关系的和谐、争端解决的人文

关怀和规范的教化作用等，其中有很多积极的可取之

处，能够有效弥补西方国际法在现代国际治理上面临

的一些瓶颈和不足，为现代国际治理能够提供新的视

角和启示；而对于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来说，开展古代

中国主导的“国际法”研究，也能为中国参与国际治

理提供有理有力的历史借鉴，有助于打破西方对“国

际法”建构知识的垄断，提高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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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born in Europe, is a production of the Westphalian system and a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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